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制度“解锁”与制度创新

——兼评关于老工业基地落后成因争鸣的各家观点

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  徐传谌  杨圣奎

摘    要：本文首先简要介绍了各家对于东北老工业基地落后原因争鸣的各个观点，并立足新制度经济学对其进行了简要评价。在实证分析老工业基地制度落后现状的基础上，基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实际对制度变迁的诺思模型进行修正，进而阐明了围绕制度“锁定”原因的多因素综合作用，是导致老工业基地落后的根本原因。笔者接下来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制度变迁模型”进行一般意义上的推广，尝试性构建了“转型经济的制度变迁模式”，并就老工业基地的制度创新提出了对策上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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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对东北老工业基地落后问题的分析上，各家都有所侧重，但总而言之，大可归为这样的两类：一元说、多元说。一元说侧重立足于某个因素进行探讨，多元说则立足于两个或者多个因素，也就是两个或更多“一元”的综合，各家的观点具有代表性的有：体制说、结构说、资金说、人文说、政策说等等。其中，体制说强调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两种经济体制之间的差距，并且认为：“体制创新，才是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革发展的必然出路”
；结构说认为，东北老工业基地自一五计划开始，工业就以重工业为基础，“但是，在旧体制下形成的重型产业结构，却成为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
；资金说强调财政政策在整个经济运行当中的作用，并认为资金投入不平衡导致了中国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因为“改革开放之后，沿海开放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带动了相关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东北地区则因不是改革开放的前沿，投资少、发展也较慢”
；人文说从人文环境着手，东北地区历来“普遍缺乏自主创业观念、普遍缺乏市场经济观念、普遍缺乏资源运作意识、缺少人才观念、普遍缺乏现代管理观念”
； 政策说把以上各原因归为教科书式的论证，实际上政策因素才是导致东北落后最根本的原因，“要改变这种状态，需要……给予东北地区特殊的区域倾斜政策。”

笔者将立足于制度的概念对以上的观点进行简评。在新制度经济学的定义中，广义的制度泛指一切约束行动的规则，因此可以说，我们是多元论者。笔者将在下文中将各种原因合理归入制度这一框架之内进行分析，以解释清楚各个维度之间的关系。制度至少应包括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可以分为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各种合同制度，非正式制度则指社会习俗、习惯行为、道德规范、思想信仰和意识形态等。以上所述的体制原因、人文原因、政策原因都可以直接归为制度成因，结构原因和资金原因则可归为制度的衍生因素成因。具体而言：体制属于资源配置方式的范畴，隶属于经济制度；结构说强调产业结构以及国有经济比重问题，对这一问题普遍采用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分析方法，这样看来它是正式制度问题，同时产业结构的不合理是当初计划经济体制使然、政策使然，因此它又属于制度衍生因素的成因；资金说侧重强调财政政策的作用，因此它是制度的衍生因素；人文说属于非正式制度成因说；政策说属于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两方面的结合体，都属于正式制度。由此我们用一个制度的框架综述各家争鸣的观点。

二、实证研究——落后的老工业基地

1.综合竞争力指数分析

以中国200城市综合竞争力
为衡量目标，从东三省2003、2004两年进入中国城市综合竞争力排名前200名的地级市情况看，两年内上榜各市名次基本不变，个别城市稍有微调。其中以辽宁省竞争力最为优越，2004年有13个市上榜，其中4个进入前百名；吉林省共有6个市上榜，进入前百名的长春市排名第13，吉林市排名87；黑龙江省则只有哈尔滨一个城市在百名以内，排名第37 ，共7个市上榜。从整个地区来看，辽宁省发展潜力最大，吉林省与黑龙江省则相对较弱。

摆在面前的问题是，东北三省作为一个统一的经济区域，如何解决好区域发展问题呢？如前所述，落后的原因是基于制度的，接下来以市场化指数分析证明东北地区制度的落后。

  2.市场化程度指数分析

制度优劣与市场化程度之间具有高度的相关关系——市场化指数能充分说明制度是否落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核心概念“交易成本”跟市场化程度密切相关，在市场化程度越低的地方，行业的垄断、政府的干预以及其他低效率经济组织存在的几率就越高。进一步讲，市场化程度低，意味着更高的交易成本，并且往往这种交易成本的付出是不必要的。因此，一个地区的市场化指数可以直接说明该地区制度的有效性。

从2000年到2002年期间东北各省与改革先行城市的市场化程度
排名的比较中，可以发现：2002 年，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分别排在第9、20、21位，综合起来看东北地区处于全国的中下游。而且在2000-2002年间辽宁、吉林两省名次不变，黑龙江上升了一位。在相对位置没有发生大的变动的基础上，东三省市场化指数绝对数值都有提高，但对提高幅度的分析表明：吉林、黑龙江两省的提高幅度要低于全国平均提高幅度，只有辽宁省略高于这一平均水平。该表说明了东北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很低，同时也证明了东北地区的制度落后。

全国部分省区市场化程度列表
	
	2000
	2001
	2002

	
	排名
	总分
	排名
	总分
	排名
	总分

	广  东
	1
	8.73
	1
	9.19
	1
	9.74

	上  海
	5
	6.95
	4
	7.98
	4
	8.54

	北  京
	12
	5.60
	7
	7.08
	6
	7.54

	辽  宁
	9
	5.75
	9
	6.35
	9
	6.61

	吉  林
	20
	4.78
	19
	5.10
	20
	5.14

	黑龙江
	22
	4.47
	22
	4.81
	21
	4.98


樊纲：《中国市场化程度报告》2004年7月
以上的实证分析证明了老工业基地竞争力及市场化程度的落后，作为统一的东北大市场，发展好区域经济成为亟待解决的大问题。我们的研究成果认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关键在于制度创新。
要实现服务型政府转变，建设诚信社会，用新体制、新机制引导国有企业的改革，规范现有企业的产权制度，实现整个老工业基地的制度变迁，重振老工业基地的辉煌。

三、制度“锁定”——从“国有企业改革制度变迁模型”到“转型经济的制度变迁模式”

1.国有企业改革的制度变迁模型

诺思教授关于制度变迁
的理论将是本文主要参考的成果。关于路径依赖与制度“锁定”的理论
可以很好的解释东北地区的落后成因。毫无疑问，东北地区现在就正处于这种制度“锁定”状态：东北地区的市场化改革很落后，国有企业改革始终不尽如人意，各种成因促使制度变迁没有形成一个可行的路径。基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实际，我们将诺思教授的制度变迁模型加以修正，让这个模型具有更一般的意义，同时更贴近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现实。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制度变迁基本上遵从这样的路径：第一步，第一行动集团
——最先持有改革利益驱动的国有企业的经营者群体——的形成；第二步，多家企业提出方案并且他们之间进行充分博弈提出若干改革方案；第三步，政府
集思广益并且对各种方案进行比较，进而得出最具可行性的方案；第四步，政府促成第二行动集团的产生，同时通过建设正式制度来支持方案的推广。

在这个模型中，与诺思教授原来的五阶段制度变迁模型比较而言，第一与第二步骤并没有发生变动，在第三步骤政府的作用开始突显出来，制度变迁的过程从此开始，政府作为制度推动者开始介入并行使其职能。本文基于此将其进行了修正。第四、五步骤实际是政府和企业联合对“最优方案”进行推广的过程，在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中很难划分出来这两个步骤时间顺序上明显的界线，因此合之为一。我们把第二行动集团定义为“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历史逻辑上其次，但是肩负制度创新推广使命的国企经营者们形成的行动集团”。
2.模型中各步骤实现的内在困难

我们对上述模型内在机理进行分析，先假设每一环节都能够成功实现，进而分析各步骤实现的困难之处。

第一、有可能进行制度变迁的第一行动集团——最先持有改革观念的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们——的形成。国有企业老总是企业经营的代理人，本身也是经济人，有自身的利益函数，如果这个阶层中的大多数可以依靠现状很稳定并且高质量的生活，就不一定具有改变现状的动力，除非这种改革对他们有利（中国所谓的MBO之所以得到国企管理层的欢迎，就是因为他们从中有利可图）。这正是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之前那一阶段实情的描绘。

第二、假设第一行动集团形成改革意向并且提出制度变迁方案。这一过程要求第一行动集团内部的利益团结，这对于各个国有企业的经营者来说又会形成一股阻力。各个企业的个案并不一定会形成统一的观念来促成一个具备一般意义的代表性方案。在东北地区的国有企业改革中普遍存在着这一问题，各企业往往在地域之间形成明确的资源型分工，互相之间有些是交易关系，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就会形成利益“对抗”，方案很难在普遍意义上达成共识。

第三、假设方案已经提出，则比较制度变迁的成本与收益进行方案评估和选择，得出“最优方案”。这一步骤对政府提出了挑战：在传统体制下从政府到企业的产权纽带形成了多层级代理，存在着多个目标利益函数的转换，从而加大了扭曲企业真正的经营目标的风险。改革之后传统体制虽然形式上废除了，但实际情况却是政企之间“形散神不散”，一旦利益函数出现扭曲，这种信息不对称就为寻租创造了充分的空间，使得对制度变迁预期的稳定性大打折扣，加大了改革的难度。

第四、假设政府促成第二行动集团的形成，进而与两个行动集团共同努力实现制度变迁。这个步骤要求更多的利益一致，制度变迁进行到这一过程，已经充分显现出了各利益集团间的博弈，改革能否真正成功，这一步骤非常关键，在东北地区国有企业改革更是如此。值得强调的是，在制度变迁进行到这个步骤时，即便既得利益集团表面上形成统一意识，同意某一方案从而进行制度变迁，实际运行中往往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是对既得利益集团“成本——收益”分析得出的一个推论，恰好适用于现阶段改革。某些改革已经表面化的进行了，但实际上许多公司并没有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改革只是换汤不换药。这种所谓的改革没有形成“有效制度”，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如前所述，可各利益集团相互作用、达成“默契”，共同使得原有制度继续维持，制度陷入“锁定”状态无法自拔。
总之，既得利益集团的相互作用对于制度变迁而言，具有重要意义。在模型里面，制度变迁的内在机理是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关系，只有当预期收益大于成本时，变迁才会发生。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特别对东北地区的国企改革来讲，阻碍因素的作用得到了强化，制度变迁很容易陷入尴尬的境地无法自拔。
3.其他因素对制度变迁的制约

从各家争鸣的观点上看，体制、结构、资金、政策、观念等制度或制度的衍生因素在这个模型中起到了以交互式网络性为特征的制约作用：

第一，体制落后。计划经济思维、政府全管的旧体制没有根除，制约了企业进行制度创新的活力，制约了企业改革方案的提出，阻碍了企业在改革中的能动作用，在方案的评估以及实施过程中也制造了更多的羁绊，在制度变迁模式的各个步骤中都起到了制约作用。

第二，产业结构低。重化工业、资源依赖型工业是东北地区的主导产业，这种对资源的严重依赖约束了制度变革的空间，对模型中第一、二步骤即方案的提出以及方案的评估很不利，也让第三、第四步骤成为困难，因为政府面临的选择变得狭窄，诸如沉淀成本、职工就业等问题接踵而来，为改革制造了困难。

第三，资金与政策支持不利。财政支持政策支持不利，东北地区成为支援全国建设的后盾，这是政府力量过于强大的后果。要想让制度变迁按预期进行，必须要使微观利益主体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在缺少资金与政策的支持下，即便政府推行强制性制度变迁，也会在第四步骤的实施过程中出现问题，使得制度停滞不前而处于“锁定”状态。

第四，人文观念落后。人文观念落后作用于整个制度变迁过程的各个环节，在一个落后的人文观念环境下，改革的可操作性将大打折扣。

因此，制度变迁的各个过程之中潜移默化的融合了体制、观念、政策、资金、以及结构问题，他们在利益集团阻碍制度变迁这一内在核心周围相互交织、共同作用，使得非效率的制度在内外交错的各种困境中处于一种“锁定”状态。

4.模型的推广——转型经济的制度变迁模式

 将以上“国有企业改革制度变迁模型”加以推广，我们得到“转型经济的制度变迁模式”。即转轨经济国家的制度变迁，分为四个步骤：第一步，第一行动集团——最先持有改革利益驱动的行动集团——的形成；第二步，集团内部利益斗争充分博弈后提出若干改革方案；第三步，政府集思广益并且对各种方案进行比较，进而得出最具可行性的方案；第四步，政府促成第二行动集团的产生并通过建设正式制度来支持方案的推广。

仍然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广的案例来说明，这里第一行动集团即指全国各地对当时存在农村生产经营制度不满的农户，他们怀有十足的愿望改变现状以构建更好的制度，小岗村的“托孤”协议签订者们就成为了首当其冲 “第一个吃螃蟹”的群体。第二行动集团则是指后来在全国推行新制度的实施者和受益者。我们构建这一模式，给出转型经济中最一般的制度变迁过程，整个模式尝试综合前人研究的关于“诺思模型”、“诱致性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及“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的理论，是现有理论与国情实际结合后的产物，也是理论上的一次尝试性中和。

总之，既得利益集团的相互作用，是制度处于“锁定”状态的内在机理，这种作用是出于路径依赖的，也就是如系统论的研究成果所言，是基于起始状态因素影响的。因此，行使制度创新，打破制度“锁定”，推动制度变迁，便成为解决问题的必由之路。

四、制度创新对策
本文立足于新制度经济学，依照经典的划分方法，将制度分为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在正式制度上将其按行为主体分为政府制度、市场制度及企业制度三个方面，将非正式制度划分为意识形态以及其它非正式制度因素，并对制度创新提出政策上的建议。

1.非正式制度创新的尴尬

  （1）.意识形态的调整

值得强调的是，意识形态对现实经济有着巨大作用，尤其是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更是如此。中国的每一步改革都伴随着上层建筑构建的意识形态的变化，从“为市场经济正名”到今天的改革，中国的意识形态在改革过程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并且始终指引着改革的方向。今后的改革也会是一样，这就让政府对意识形态的引导作用得到了强化。

中国的改革是一个“试错”式的渐进式改革，改革之中遇到的问题由改革自身来解决。从非正式制度对改革的作用来看，改革的过程不只是实体经济的改革，同时也是伴随着意识形态的变革。当这种意识形态和观念走在改革前端的时候，只要它不超过实体经济的承受能力，就会促进改革的进行，反之即制约改革。同样的，改革本身也会促进意识形态的变革。

（2）.其它非正式制度的变革
人文说可以归入此类之中，人文环境确实是阻碍制度变迁的重要因素，然而没有什么力量能迅速改变它，即便政治变革改变了意识形态，那些流传久远的风俗习惯和伦理道德价值标准等也会显得相当顽固。所以我们应该从更加实际的角度出发，来探讨改革的合理的和可行的方案——找到一种方法，来改变现在的观念，进而改变将来的一切。

非正式制度非常重要，事实证明仅靠照搬发达国家正式制度的改革不一定会成功。同时，非正式制度本身具有“不成文”、不易短期变迁等特征，这使得非正式制度变革的可操作性大大下降。因此，对于改革而言，应该找到一个对非正式制度变革有影响的、更具可操作性的方面，突破口就落在了正式制度变革方面。

2.正式制度创新

如前文所言，诺思等人属建构理性主义者，他们相信通过精英阶层的努力参照现有的非正式制度能够构建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促进潜在利润的显化和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正式制度的变革是整个制度变迁的“把手”，我们只能依赖于把手来影响和改变整个制度体系，因此可能这个影响是缓慢的；而且，正式制度的变革一定以现有非正式制度本身的特征为基础。
  （1）政府制度创新——构建服务型政府

政府在中国的制度变迁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学术界公认的建议是将中国政府的角色从管理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

首先，根据市场经济运行规律依法行政，缩减政府规模，强化政府的社会服务功能。市场经济改革要求政府是经济运行的裁判者，同时更应充分尊重和发挥市场规律的作用，并根据市场的要求理顺政府运行程序，逐步实现依法行政；同时只要是社会和市场能够自发运行和自我管理的，政府就应坚决退出，政府应该多参与具有社会服务性质的行业如公共产品等领域。

第二，推进政府工作方式改革，提高行政效率。这一改革的突破口是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实现效率办公。政府工作运行效率是投资预期的重要参考变量，繁琐的审批程序标志着落后的政府办公制度，是市场经济改革的羁绊。

第三，提高政府管理人员的素质和对其监督的力度。一方面从根本上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的管理效率和业务水平，另一方面切实加强对政府及有关部门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的监督和检查，以保证各级政府真正成为服务型的责任政府。

  （2）市场制度创新——构建诚信社会、尊重市场运行机制

信用是市场机制运行的基础，因此构建诚信社会是市场制度改革的基本出发点。尊重市场运行机制是市场制度创新的基本要求，尤其是在转型经济国家更是如此。

第一，优化讲诚信的社会法制环境，以法律严惩违规者。健全的法律关系是正常的诚信关系得以维持的保障。我国的失信惩治办法还不很健全，无形之中助长了不讲诚信的社会风气的蔓延。

第二，尊重市场经济运行规律，通过竞争机制淘汰不讲诚信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诚信作为一种无形资产，是企业良好社会形象的重要内涵和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构成要素。在规范的市场竞争过程中，社会信用好、美誉度高的企业将会不断发展壮大，社会信用差、美誉度低的企业将会被破退出，这是自由竞争的重要规则和必然结果。

  （3）企业制度创新——规范和优化公司治理结构

   建立现代公司制，必须改革现有治理结构，建立一个与市场环境相适应的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

    第一，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中的权力分配和制衡机制。首先要完善股东权体系，赋予股东方案提起权、诉讼权和知情权等权力，增强股东参与决策的能力；其次要完善公司监察制度，强化董事会和监事会的独立自主的监控能力，引进会计监察制度，使企业内部监督与外部监察相结合；再次应该扩大公司财务公开的范围，加大社会监督力度，明确公司董事、监事、经理的权力分配，完善制衡机制。

    第二，完善国有资产管理机制。这一方面的可行路径是理顺各级国有资产管理机构职能，构建适用于全国的国有资产管理模式：明确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的权利与义务，规范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贯彻执行国有资产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制定具有导向性的政策，确定经营目标并完善考核和奖惩制度；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受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委托管理国有企业，签订与完成各项契约，依据其在各企业中的国有股份行使法人财产权利，对拥有的国有资产进行经营运作。实行权利、义务和责任相平衡的国有资产管理新体制，有利于推进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第三，完善公司经理阶层的激励约束制度，具体包括报酬激励制度与监督惩罚制度。现代经理人激励约束制度的完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报酬激励制度的完善应该参照以下四原则：第一，报酬与绩效挂钩、所有者与经营者二者利益兼顾；第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第三，固定收入与风险收人相结合，以风险收入为主；第四，直接确定与间接确定相结合，以间接确定为主。
经理人报酬激励制度的完善能够最大程度的发挥经理人员的经营潜力，同时，我们也应该规范和完善经理阶层的监督惩罚制度，具体而言可分为：以董事会约束管理经理阶层的行为；发挥监事会的作用，实行对经理阶层的合同约束、偏好约束；健全经理人经营绩效考察体系，通过市场、法律等手段对经理人绩效进行科学的考察；完善经理人员人才管理制度，促使败德、不具备经理人员素质的低素质人员从经理市场中退出等。

总之，制度创新的内在机制要求，在促使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制度要进行“配套”改革，复杂的相互作用着的各项制度的共同改善，有利于打破制度“锁定”的状态。因此，基于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和作用，从正式制度入手，加快制度创新步伐，促进制度的完善与发展，是振兴老工业基地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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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ion Lock-in Change and Institution Innovation 


in the Northeast Old Industrial 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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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Viewing from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this paper first gives a brief review and remarks about all the views concerning the reason why old industrial base in the Northeast falls behind. Then, on the base of the demonstration about the falling behind of old industrial base in the Northeast and the fact of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reform in China, the author modifies North’s model and come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complex action of factors about” lock-in” of institution is the essential cause of the old industrial base falling behind. What follows next is an extending in common sense about the institution-change model of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en the model of institution change about transitional economy is attempted to construct and finally policy suggestions on the institution innovation for old industrial base in the Northeast are brought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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